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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分析(Meta-Analysis)· 

中国组织情境下的领导有效性：对变革型领导、 
领导-部属交换和破坏型领导的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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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 91 项实证研究(92 个独立样本, 33517 名员工)为对象, 综合使用元分析、相对权重分析和结构方程

技术, 考察了中国组织情境下领导方式的有效性问题。研究者从导向(行为-关系)和性质(积极-消极)两个方面, 

选择了变革型、领导-部属交换和破坏型 3 种领导方式; 从产出类型(态度-行为)方面, 选择了下属工作满意度、

情感承诺、留职意愿、任务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 5 种有效性指标。结果表明：(1)变革型领导和领导-部属交换

与员工积极性态度和行为正相关, 破坏型领导与员工积极性态度和行为负相关。(2)三种领导方式的有效性有

所不同：在对下属态度的影响上, 领导-部属交换作用最强, 变革型领导次之, 破坏型领导最弱; 在对下属行为

的影响上, 破坏型领导作用最强, 领导-部属交换次之, 变革型领导最弱。(3)关系导向领导方式在行为导向领

导方式与下属反应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即除了直接影响, 变革型和破坏型领导还通过提高和降低领导-部

属交换质量影响下属态度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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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组织管理研究领域, 领导有效性(leadership 

effectiveness)一直是一个倍受关注的课题 (Hiller, 
DeChurch, Murase, & Doty, 2011)。早在 19世纪, 
研究者就开始以科学的方式探究不同领导方式在

有效性方面的差异。20 世纪以来, 研究者先后从
特质、行为和权变视角对领导有效性进行了考察, 
这其中包括变革型领导(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和领导-部属交换(leader-member exchange)。变革
型领导理论认为管理者通过领导魅力、个人感召、

智力激发和个性化关怀等特定行为影响下属

(Bass, 1985), 领导-部属交换理论则指出管理者
通过与下属建立基于互惠的高质量交换关系提升

下属积极性的产出 (Dansereau, Graen, & Haga, 
1975)。西方研究已证实这两种领导方式对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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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和组织有积极影响 (Gestner & Day, 1997; 
Judge & Piccolo, 2004)。随着研究的深入, 近年来
研究者也开始讨论工作情境中的负面领导方式 , 
如破坏型领导(abusive supervision)。破坏型领导是
下属感知到的管理者持续表现的言语或非言语形

式的 , 但不包括肢体上接触的敌意行为 (Tepper, 
2000)。目前, 研究者已发现破坏型领导会降低员
工积极性的情绪、情感和态度体验以及工作绩效, 
并最终损害团队和组织产出(Tepper, 2007)。 

沿用西方研究范式, 一些研究者在中国组织
情境下考察了这三种领导方式的有效性。从结果

来看 , 虽然不少研究得到了与西方一致的发现 , 
但仍有一些研究得到了不同结果。例如, 一些学
者指出在中国组织情境下变革型领导能显著提升

下属任务绩效(如 Wang, Law, Hackett, Wang, & 
Chen, 2005; 吴敏, 刘主军, 吴继红, 2009), 但也
有一些研究发现二者的关系并不明显(如 Casimr, 
Waldman, Bartram, & Yang 2006; 白云涛, 王亚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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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酉民, 2008)。在领导-部属交换和破坏型领导方
面, 现有研究结果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实际上, 
各项研究在考察对象、抽样程序和测量工具等方

面的不同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出现差异, 而且受抽
样和测量误差影响 , 各项研究均会有一定的偏
差。因此, 这三种领导方式的有效性还有待系统
考察。元分析(meta-analysis)是一种系统的汇总技
术, 它按照科学的方式整合不同的研究发现, 并
能排除抽样和测量方面的误差, 因而可以真实呈
现变量之间的关系(Aguinis, Pierce, Bosco, Dalton, 
& Dalton, 2011; Hunter & Schmidt, 2004)。本研究
首先对这三种领导方式进行元分析, 从下属态度
和行为角度揭示它们的有效性。 

其次, 如果这三种领导方式与下属态度和行
为均有一定的关联性, 在中国组织情境下哪种领
导方式最有效？如果不存在一种普遍最有效的领

导方式, 针对不同的有效性指标, 哪种领导方式
的效果相对较强？这个问题是领导理论研究的核

心问题。纵观领导理论的研究历史, 当研究者提
出一种新理论时, 首要问题就是证实它的独特性
和有用性(House & Aditya, 1997)。从这个角度来
看, 厘清不同领导方式的相对有效性十分必要。
然而, 对领导有效性的考察必须基于特定的文化
情境, 因为领导的作用和效果具有一定的文化权
变 性 (cultural contingency, House & Javidan, 
2004)。变革型领导、领导-部属交换和破坏型领导
均是基于西方文化情境提出的领导理论, 这种文
化以个人主义和低权力距离为特点, 强调独立、
自主和平等, 而中国文化以集体主义和高权力距
离为典型特点, 强调依附、关系和等级(Hofstede, 
1993)。因此, 这些领导方式在中国组织情境下的
有效性可能会有一定的特殊性。从中国文化的典

型特征入手, 本研究试图考察这三种领导方式在
中国组织情境下的相对有效性。 

最后, 如果这三种领导方式均表现出一定的
有效性 , 它们之间有何内在联系？Graen 和
Uhl-Bien (1995)按照研究侧重点的不同, 将领导
理论分为行为(behavior)、关系(relationship)和下属
(follower)导向三种类型。按此分类, 变革型和破
坏型领导是两种行为导向的领导理论, 它们强调
领导行为对下属的影响; 领导-部属交换是一种关
系导向的领导理论, 它强调领导者通过塑造与下
属的交换关系而影响下属。在阐述变革型、破坏

型领导与下属产出的关系时, 一些研究者基于社
会交换理论, 认为管理者的特定行为会改变他们
与下属的社会交换关系质量, 进而影响下属态度
和行为(如Wang et al., 2005; Xu, Huang, Lam, & Miao, 
in press; 李秀娟, 魏峰, 2006)。从这个角度来看, 
领导-部属交换可能是变革型、破坏型领导与有效
性指标关系的中介变量。对这一问题的考察可以

扩展以往针对特定变量组合的研究, 从相对宽泛
的视角揭示不同领导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 

总体来看, 通过梳理和整合中国领导学研究
近 20年的成果和发现, 本研究试图考察在中国组
织情境下变革型领导、领导-部属交换和破坏型领
导对下属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效果、有效性强弱以

及不同领导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选择这三

种领导方式主要是因为：首先, 变革型领导和领
导-部属交换是近 30 年来最受西方学术界关注的
两种领导理论(Avolio, Walumbwa, & Weber, 2009), 
破坏型领导是负面领导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

论。本文在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文化情境中考察这

三种领导方式能丰富已有研究成果。其次, 相比
其他领导方式, 这三种领导方式在中国组织情境
下的考察相对较多, 对它们进行元分析有一定的
可行性。 

2  理论与假设 

领导有效性是一个宽泛概念(Judge & Piccolo, 
2004; Lowe, Kroeck, & Sivasubramaniam, 1996)。
DeRue, Nahragang, Wellman和 Humphrey (2011)
从内容、层次和对象三个方面对它进行了界定。

内容是指研究者从哪些产出形式考察领导的有效

性, 如情绪、态度和行为等。层次是指领导发挥
作用的层面, 包括个体、对偶、团队和组织四个
层面。对象是指有效性的评价指标是针对领导而

言(如对领导的满意程度), 还是针对其他对象而
言(如团队绩效)。基于这三个方面, 本研究选择 2
种类型 5 种指标来衡量领导有效性, 即下属态度
(工作满意度、情感承诺和留职意愿)和下属行为
(任务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这些指标均是组织管
理研究领域的重要变量, 被证实对团队和组织产
出具有重要影响。 
2.1  领导方式与领导有效性 

社会交换理论是解释领导方式与下属态度和

行为联系的重要理论基础。该理论阐述了人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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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生活中的交往模式。它指出当一方得到另

一方有形资源或无形支持时, 会产生回馈的意愿
并最终以情感、态度或行为的方式表达 (Blau, 
1964)。在组织中, 领导往往被认为是组织的代理
人(Major, Kozlowski, Chao, & Gardner, 1995), 因
此当下属得到领导的资源和支持时, 除了直接向
领导做出回馈(如忠诚、认同), 他们还会将积极性
的回馈扩展到工作和组织方面, 如增加对组织的
承诺、提升工作绩效和主动表现角色外行为等。

此外, 社会交换的传递性也会使下属将回馈迁移
到工作、同事、团队和组织方面, 而表现出积极
的态度和行为。 

变革型的管理者往往向下属描述清晰的愿景

和寄予较高的期望, 对下属充分授权, 关心和培
养下属的能力、兴趣和动机, 鼓励他们独立自主
解决问题(Antonakis, 2011)。这些行为会使下属意
识到自己得到了支持和资源。在这种情况下, 下
属自然会对工作更加满意、对组织更有承诺感(李
超平 , 田宝 , 时勘 , 2006), 也会基于社会交换原
则做出互惠的行为反应, 如高质量的完成工作任
务、表现出有利于组织和他人的角色外行为等

(Wang et al., 2005)。 
与变革型领导不同, 领导-部属交换理论认为

受时间和精力限制, 管理者会与不同下属保持不
同质量的交换关系, 并采取差别有序的管理方式
(Dansereau et al., 1975)。管理者与一部分下属建立
基于社会交换的工作关系, 这些下属会得到较多
的物质资源和精神支持, 如充足的工作资源、自
主性的工作、更多的报酬以及信任和关心等

(Wayne, Shore, & Liden, 1997)。这些资源和支持
会让员工产生回馈的意愿并表现出积极性的态度

和行为, 如对工作感到满意, 对组织有情感依附, 
表现高水平工作绩效, 以及做出有利于组织和他
人的公民行为 (Martin, Epitropaki, Thomas, & 
Topakas, 2010; 王辉, 刘雪锋, 2005)。 

破坏型领导是一种负面领导方式。这类领导

者往往对下属冷嘲热讽, 做事独断专行, 侵犯下
属隐私和不尊重下属, 因此从本质上讲是有害的
(马玉凤, 孙健敏, 2009)。在这种领导方式下, 下
属会有较大的工作压力和负面情绪, 进而减弱对
工作的满意程度和对组织的依附程度 (Tepper, 
2000), 也会通过降低任务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来
发泄负面情绪和表达对领导的不满(Aryee, Chen, 

Sun, & Debrah, 2007; 吴隆增 , 刘军 , 刘刚 , 
2009)。基于以上论述, 本研究提出： 

H1：变革型领导与下属工作满意度(a)、情感
承诺(b)、留职意愿(c)、任务绩效(d)和组织公民行
为(e)正相关 

H2：领导-部属交换与下属工作满意度(a)、情
感承诺(b)、留职意愿(c)、任务绩效(d)和组织公民
行为(e)正相关 

H3：破坏型领导与下属工作满意度(a)、情感
承诺(b)、留职意愿(c)、任务绩效(d)和组织公民行
为(e)负相关 
2.2  领导方式的相对有效性 

变革型领导、破坏型领导和领导-部属交换理
论均起源于西方文化情境, 它们的有效性会因文
化情境的不同而有所差异。Bass (1997)指出尽管
变革型领导在不同文化情境下均是有效的, 但其
效果的强弱会受文化的影响。在领导-部属交换
(Anand, Hu, Liden, & Vidyarthi, 2011)和破坏型领
导(Tepper, 2007)研究领域, 学者们也指出它们的
有效性具有一定的文化权变性。这意味着研究者

在比较不同领导方式的相对有效性时必须基于同

一文化情境。从现有文献来看, 已有一些研究在
中国组织情境下进行了考察(李超平, 孟慧, 时勘, 
2007; 吴敏 , 黄旭 , 徐玖平 , 阎洪 , 时勘 , 2007; 
吴敏, 黄旭, 阎洪, 徐玖平, 2007)。遗憾的是, 这
些研究以变革型领导为关注点, 考察了它与交易
型、家长式或 PM 理论的区别, 未涉及领导-部属
交换和破坏型领导。此外, 这些研究均是基于特
定对象的小样本考察, 可能存在一定的抽样和测
量偏差。我们基于元分析结果的考察能最大程度

地避免这些偏差, 较准确地揭示各种领导方式的
相对有效性。最后, 已有研究并未从文化角度系
统阐述不同领导方式在作用效果方面的差异。本

文结合中国的集体主义、高权力距离、等级观念

以及“关系”和“圈子”文化特点, 论证这三种领导
方式在有效性方面可能存在的不同。 

对破坏型领导来说, 高权力距离以及中国传
统文化和儒家价值观对尊卑有序和身份等级的强

调会使它的消极作用相对不明显。在高权力距离

文化中, 人们遵从权威, 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对权力的不公平有更高的接受程度(James, 1992), 
这使得破坏型领导在中国组织情境中表现的更明

显(高日光, 2009)。正是因为这种对权力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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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和对权威的顺从, 下属更有可能去接受而不
是反抗领导的负面行为, 因此破坏型领导对他们
的消极影响会相对较弱(Tepper, 2007)。在实证方面, 
吴隆增等人(2009)从个体文化导向入手, 证实破坏
型领导的负面影响对高传统性的下属来说相对较

弱。他们认为这类下属有强烈的等级观念, 对领导
的负面行为有更强的容忍性, 即使领导表现出破
坏型行为, 他们也会恪守自己作为下属的角色规
范和义务而遵从、信任和维护处于领导地位的管理

者(Liu, Kwan, Wu, L. Z., & Wu, W. K., 2010)。 
领导-部属交换是一种关系导向的领导理论, 

强调领导-下属交换关系的重要性, 这与中国文化
对“关系” (guanxi)的重视是一致的, 因此在中国
组织情境下会有重要作用。中国社会是建立在人

际关系体系上的社会。“关系”作为正式规则体系
的一种重要补充, 在中国组织情境中发挥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Xin & Pearce, 1996)。进一步地, 一些
研究者指出在组织情境下领导与下属的互动也是

建立在二者的“关系”之上(梁钧平, 1998; 郑伯埙, 
1995)。实际上, 尽管是两个不同概念, 领导-部属
“关系”和领导-部属交换均描述了领导与下属的
互动过程和结果。实证研究也表明它们有中、高

等程度的相关性(Chen, Friedman, Yu, Fang, & Lu, 
2009; Law, Wong, Wang, & Wang, 2000)。研究者还
发现在中国组织情境下领导者也会按照“关系”的
不同对下属进行划分(Cheng, Farh, Chang, & Hsu, 
2002), 并将相对较多的资源给那些与自己关系较
好的下属。相应地, 这类下属会对领导有更多的
信任和忠诚 , 从而有积极的态度和行为反应
(Chen et al., 2009; Law et al., 2000)。领导-部属交
换主要侧重工作关系, 领导-部属“关系”的内涵和
表现形式较为广泛 , 既包括工作情境下的关系 , 
也包括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在一个强调“总体
关系”的社会情境下, 工作情境中的领导-下属交
换关系自然会对下属工作态度和行为有重要影

响。另一方面, 不同于西方情境, 在中国情境下, 
组织中的资源分配主要由领导决定, 而不是既定
制度和规范(Farh, Hackett, & Liang, 2007)。在高权
力距离和等级观念情境下, 下属与领导交换关系
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下属能够得到的有形

资源和无形支持, 而这些资源和支持是下属做出
互惠行为的前提和基础。因此, 在中国组织情境
下, 与领导交换关系的好坏以及能否成为领导的

“圈内”人对下属来说十分关键。那些与领导有高质
量交换关系的下属会得到更多的资源和支持, 进而
基于社会交换原则有相对积极的态度和行为反应。 
相比破坏型领导和领导-部属交换, 变革型领导

的文化权变性相对复杂。一方面, 集体主义文化会
使变革型领导有更积极的作用。变革型领导强调集

体意识和团队目标, 激发员工将自我价值观内化成
团队价值观 (Podsakoff, MacKenzie, Moorman, & 
Fetter, 1990)。集体主义的典型特点是关注他人利益, 
重视团队目标和遵从集体规范(Jackson, Colquitt, 
Wesson, & Zapata-Phelan, 2006), 这种价值观与变革
型领导强调团队和集体的理念是一致的。因此在集

体主义情境下, 变革型的领导更能带来下属积极的
态度和行为反应。另一方面, 变革型领导的有效性
还受权力距离影响。权力距离反映了个体对组织中

权力分配不平等情况的接受程度(Hofstede, 1980)。
高权力距离情境下的员工看重自身与管理者的身份

差别和等级关系, 在领导方式上更希望管理者直接
分配工作任务和给予明确的工作指示, 而变革型领
导的典型特征是对下属进行智力激发, 鼓励下属独
立思考和解决问题, 因此这种领导方式与下属在价
值理念上是冲突的(Eylon & Au, 1999; Robert, Probst, 
Martocchio, Drasgow, & Lawler, 2000)。在这种情况
下, 变革型领导的积极作用会受到削弱(Kirkman, 
Chen, Farh, Chen, & Lowe, 2009)。基于以上论述, 本
研究提出： 

H4：在中国组织情境下, 领导-部属交换对下
属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最强, 变革型领导次之, 破
坏型领导最弱 
2.3  领导方式之间的关系 

最后, 以往研究通常基于社会交换理论阐述
变革型和破坏型领导与下属的关系。已有不少研

究阐述了领导行为与领导-部属交换的关联性。这
些研究认为管理者与下属的交换关系质量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管理者的领导行为(Gerstner & Day, 
1997; Yukl, O'Donnell, & Taber, 2009), 或者说在
领导与下属社会交换关系形成过程中, 领导行为
是力量的发起端(李秀娟, 魏峰, 2006)。从这个角
度来看, 行为导向的领导方式可能会通过关系导
向的领导方式而发挥作用。 

具体地, 在破坏型领导方面, 以往研究者主
要基于公平理论和对抗理论(reactance theory)探
讨它对下属的影响。新近研究认为这两种解释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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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源于社会交换和互动过程(Xu et al., in press)。
领导-部属交换正反映了领导与下属之间的交换
和互动过程, 这种交换和互动过程受双方共同影
响：从领导角度来看, 破坏型管理者并没有动机
与下属建立相互信任、忠诚和尊重的高质量交换

关系; 从下属角度来看, 管理者言语或非言语形
式的敌意行为更是违背了他们对领导的积极期望, 
使得他们仅与管理者保持经济交换关系。因此 , 
在破坏型领导方式下, 管理者与下属仅维持低质
量的交换关系。根据社会交换和互惠原则, 这种
低质量交换关系的后果是下属相对消极的态度和

行为反应。 
与此相反, 变革型领导是一种积极的领导方

式。一方面, 强烈的内部动机驱使这类管理者与
下属建立高质量交换关系, 另一方面, 对于授权、
关心和鼓励的管理者, 下属会提升对管理者的认
同和忠诚, 并愿意与他们建立高质量交换关系。
因此变革型领导能提升领导与下属的交换关系质

量 , 从而进一步提升下属积极性的态度和行为 , 
如组织承诺(Lee, 2005)、留职意愿(Hughes, Avey, 
& Nixon, 2010)以及任务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
(Wang et al., 2005)。这意味着, 领导-部属交换在
变革型、破坏型领导与有效性指标之间起中介作

用, 即变革型和破坏型领导的有效性是通过改变
领导与下属的交换关系而实现的。除领导-部属交
换, 变革型和破坏型领导也会通过其他途径影响
下属, 如强化或削弱内部动机、提升或降低公平
感等 (Tepper, 2007; 宋继文 , 孙志强 , 孟慧 , 
2009)。因此, 行为导向的领导方式至少是部分通
过领导-部属交换发挥作用的。基于以上论述, 本
研究提出： 

H5：领导-部属交换在变革型和破坏型领导与
领导有效性指标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3  研究方法 

3.1  文献检索  
本文是对中国组织情境下领导有效性研究的

元分析, 因此文献检索包括中、英文文献。文献
检索以电子数据库检索为主, 并辅以人工检索。
检索工作在 2011 年 3 月~6 月展开。检索的时间
跨度为 1990年 1月~2011年 6月。 

中文文献检索包括三个阶段：首先, 研究者
分别以“变革型领导”、“破坏型领导”和“领导-部属

交换/关系”为检索词1在中国期刊网、维普和万方

3 个数据库进行题名和关键词检索。在剔除非实
证文献后, 共得到 194 篇期刊论文和博士论文。
其次, 考虑到数据库收录年限问题, 我们手工查
阅了 2006-2011 年管理学和心理学的 19 种期刊2, 
得到另外 17篇文献。最后, 研究者查阅了 211篇
文献的参考文献, 未发现有新文献。 

英文文献检索包括两个阶段：首先, 研究者
分 别 以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 “leader- 
member exchange”和“abusive supervision”为检索
词在 PsycINFO 和 ABI/Inform 数据库进行题名和
关键词检索。为缩小范围和提高命中率, 我们以
China/Chinese 为限定词进行联合检索。这种电子
检索得到了 35篇实证文献。其次, 研究者分别向
变革型领导、领导-部属交换和破坏型领导研究领
域的 1 位专家征求他们了解的以中国员工为样本
的英文文献, 得到另外 4篇文献。 
3.2  文献筛选 

研究者确定了 7 项筛选标准, 只有符合下列
所有条件的文献才被纳入元分析：(1)文献是关于
变革型领导、领导-部属交换、破坏型领导与员工
工作满意度3、情感承诺4、留职意愿、任务绩效和

组织公民行为 5 个变量中至少 1 个变量的实证研
究; (2)研究样本是中国大陆组织的员工; (3)研究

                     

1 我们注意到一些研究者使用了其他术语 , 如“转换型领
导”、“领导-下属交换/关系”、“领导-成员交换/关系”、“辱
虐领导”、“苛责式领导”。因此, 除正文列出的 3个术语外, 
我们还以这些术语为检索词进行了检索。 
2 人工检索的期刊为: (管理学 16种) 管理世界、南开管理
评论、管理科学学报、管理工程学报、中国管理科学、中

国软科学、科研管理、研究与发展管理、科学学研究、管

理学报、管理科学、管理评论、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经济管理、软科学、商业经济与管理; (心理学 3 种) 心理
学报、心理科学、应用心理学。 
3 工作满意度是指员工对工作的总体满意程度, 因此考察
员工对特定方面(如领导、薪酬、工作条件)满意程度的研究
未被列入元分析中。 
4 学术界普遍认为员工对组织的承诺有不同类型, 其中情
感承诺对员工、团队和组织的积极作用最强, 因此也得到
了最多关注。考虑到不同类型的承诺受不同因素影响, 本
研究仅考察情感承诺: 在文献筛选中 , 我们只保留了考察
情感承诺的研究 ; 如果研究同时报告了不同的承诺类型 , 
我们在编码中仅提取与情感承诺有关的结果; 如果研究没
有区分不同的承诺类型, 则未被列入元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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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个体和对偶层次展开; (4)研究样本中的领导
和下属是直接上、下级关系; (5)文献报告了领导
方式与有效性指标的相关系数或其他可转换为相

关系数的统计量; (6)当涉及到任务绩效和组织公
民行为变量时, 研究者采用了配对方式收集数据, 
即员工评价领导方式, 管理者或同事评价员工行
为; (7)同一数据使用一次以上时, 以包含较多变
量的文献为准。在将 249 篇文献按照上述标准逐
一核对后, 有 91 篇文献的 92 个独立样本进入元
分析。总样本量为 33517 名员工。其他文献未进
入元分析主要是因为不满足第 1、5或 6项标准。 
3.3  编码原则和程序 

在编码方面, 本研究遵循以下原则：(1)效应
值 (effect size)的编码以独立样本 (independent 
sample)为单位; (2)本研究着重考察领导方式与有
效性指标的总体关系, 因此对分维度报告结果的
研究进行效应值平均化处理 (Hunter & Schmidt, 
2004, pp.488-490); (3)对未报告测量信度的研究, 
我们将其赋值为其他研究信度的均值(如 Judge, 
Heller, & Mount, 2002); (4)以往有研究将组织公
民行为划分为组织指向 (OCB-O)和人际指向
(OCB-I)两种类型。在编码过程中, 我们发现进行
这种区分的研究并不多。因此本研究仅关注总体

组织公民行为, 将其看作是与任务绩效并列的角
色外行为。在程序方面, 两位编码者进行独立编
码以避免元分析中的主观判断问题 (judgment 
calls, Wanous, Sullivan, & Malinak, 1989)。编码内
容包括研究者、样本特征、领导方式、有效性指

标、测量信度以及效应值等。本研究的编码一致

性在 90%以上。对不一致的编码内容, 如果两位
编码者经过讨论仍未达成一致意见, 则交由第三
位研究者判断。 
3.4  分析技术 

(1)元分析。采用 Hunter 和 Schmidt (1990, 
2004)的方法进行元分析 5。使用随机效应模型

                     

5 与其他元分析方法 (如 Borenstein, Hedges, Higgins, & 
Rothstein, 2009; Lipsey & Wilson, 2001)相比 , Hunter 和
Schmidt 方法的最大特点是认为除了抽样误差之外 , 造成
效应值差异的因素还有其他的人为误差(artifact)。这些误差
需要校正 , 其中最主要的是测量误差。Aguinis, Dalton, 
Bosco, Pierce 和 Dalton (2011)回顾了西方 5 种顶级期刊
1982~2009年间的 196项元分析, 发现 83%的效应值是使用
Hunter和 Schmidt方法计算的。 

(random effect model), 研究者首先报告了独立样
本数(k)、样本总量(N)以及样本加权的平均效应值
(r), 在校正抽样和测量误差后报告真实效应值(ρ)
及其标准差(SDρ)。根据 Hunter和 Schmidt (2004, 
p.205)的建议 , 我们报告了 95%的置信区间
(confidence interval, CI) 和 80% 的 可 信 区 间
(credibility interval, CV)。置信区间以标准误
(standard error)为基础, 是指在某一置信水平下点
估计值的可信区域。置信区间包括 0 意味着总体
效应值不显著大于 0, 即两个变量不存在显著性
关系。可信区间以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为基
础, 反映了不同研究所得参数值的差异性。可信
区间包括 0 意味着不同研究在结果方面存在异质
性 , 因此它可以用来检验调节变量的存在
(Whitener, 1990)。最后, 为了检查可能存在的出版
偏差(publication bias)问题, 我们还报告了失安全
数 (fail-safe k, Hunter & Schmidt, 1990, p.513; 
Lipsey & Wilson, 2001, p.166)6。它表示将效应值

降低到不显著状态时至少需要的研究样本数, 其
值越大, 效应值越稳定, 存在出版偏差的可能性
越小(Carson, Schriesheim, & Kinicki, 1990)。 

(2)相对权重分析。本文第二个研究目的是考
察三种领导方式影响效果的强弱。传统回归分析

可以帮助研究者判断领导方式对因变量的影响 , 
但当几种领导方式彼此相关时, 回归分析就难以
准确反应领导方式影响效果的强弱 (Budescu, 
1993)。相对权重分析(relative weight analysis)是针
对这一问题提出的, 它能够通过数据转换、相关
和回归分析来计算几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总体解

释效果以及各自变量的独立作用(Johnson, 2000; 
LeBreton & Tonidandel, 2008)。相对权重分析需要
研究者提供预测变量(即三种领导方式)之间的相
关系数。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各种领导方式之间的

关系具有文化权变性, 我们选用以往西方元分析
的结果7, 并将结果补充到变量的相关矩阵中(表
2)。考虑到目前西方还未有元分析考察破坏型领

                     

6 我们使用相对保守的相关显著标准(r=0.10, Cohen, 1969)
计算失安全数。如果采用一些研究者使用的 0.01的标准(如
Fuller & Marler, 2009), 本文的失安全数将更大, 表明存在
出版偏差的可能性更小, 研究结果更稳定。 
7 接下来的结构方程分析还需要因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 
我们也选用了西方元分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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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和变革型领导, 以及破坏型领导和领导-部属交
换的关系, 我们按照标准程序对二者关系进行了
补充元分析8。 

(3)结构方程分析。使用元分析得到的相关矩
阵和样本量, 研究者可以运用结构方程技术考察
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系(Shadish, 1996)。我们以表 2
中各项研究样本的调和平均数(harmonic mean)作
为判断理论模型与实际模型拟合程度的样本量

(Viswesvaran & Ones, 1995)。根据 Cortina, Chen
和 Dunlap (2001)的建议, 研究者设定了潜变量和
观测变量以及二者的关系：变革型和破坏型领导

是行为导向领导方式的观测变量; 工作满意度、
情感承诺和留职意愿是下属态度的观测变量; 任
务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是下属行为的观测变量 ; 
领导-部属交换是关系导向领导方式的观测变量。 

4  研究结果 

表 1列出了元分析结果。变革型领导和领导-
部属交换与工作满意度(ρ=0.56, ρ=0.60)、情感承
诺(ρ=0.44, ρ=0.55)、留职意愿(ρ=0.36, ρ=0.39)、任
务绩效 (ρ=0.17, ρ=0.27)和组织公民行为 (ρ=0.25, 
ρ=0.27)均有正相关关系, 95%的置信区间和 80%
的可信区间均不包括 0, 说明变革型领导和领导-
部属交换与这些变量的关系显著, 且各项研究在
结果上变异不大。除变革型领导与任务绩效的关

系, 其他关系的失安全数均大于已有研究数, 说
明不存在严重的出版偏差问题。假设 1 和假设 2
得到证实。元分析结果还表明破坏型领导与工作

满意度(ρ=−0.39)、情感承诺(ρ=−0.27)、留职意愿
(ρ=−0.25)、任务绩效 (ρ=−0.32)和组织公民行为
(ρ=−0.29)有负相关关系, 95%的置信区间和 80%
的可信区间均不包括 0, 说明破坏型领导与这些
变量的关系显著, 且各项研究结果之间无较大变
异, 假设 3得到支持。需要强调的是, 尽管所有关
系的失安全数均大于已有研究数, 但相比变革型
领导和领导-部属交换, 破坏型领导的研究数量和

                     

8 破坏型领导和领导-部属交换的相关系数基于 5 项研究
(Burris, Detert, & Chiaburu, 2008; Harris, Kacmar, & Zivnuska, 
2007; 储小平, 周妮娜, 2010; 高日光, 2011; 李杰, 李树, 李宁
琪, 2010), 结果为 ρ=-0.51(k=5, N=1348); 破坏型领导和变革型
领导的相关系数基于 2 项研究(Ogunfowora, 2009; 王碧英, 
2010), 结果为 ρ=-0.43(k=2, N=541)。 

失安全数均较低, 研究结果可能不稳定。       
为厘清三种领导方式在有效性方面的差异 , 

我们进行了相对权重分析。结果表明(表 3)在对下
属工作满意度、情感承诺和留职意愿等态度产出

的影响上, 三种领导方式分别可以解释 39.8%、
30.6%和 16.7%的方差。在解释的方差里, 领导-
部属交换的贡献最强, 变革型领导次之, 破坏型
领导最弱。在对下属行为的影响上, 三种领导方
式共同解释了任务绩效 12.2%的方差, 以及组织
公民行为 10.8%的方差, 其中破坏型领导效果最
强, 领导-部属交换次之, 变革型领导最弱。综合
起来, 假设 4得到部分证实。 

为检验变革型和破坏型领导是否会通过领导

-部属交换影响下属, 我们构建了 5种模型(表 4)。
模型 1认为行为导向领导方式(变革型和破坏型领
导)与关系导向领导方式(领导-部属交换)共同影
响下属态度和行为。模型 2 认为行为导向领导方
式完全通过关系导向领导方式的中介作用影响下

属态度和行为。在模型 2 基础上, 我们分别假定
行为导向领导方式还会直接影响下属行为(模型 3)
和下属态度(模型 4)。模型 5是部分中介模型, 即
行为导向领导方式对下属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同时

包括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按照 Joreskog 和
Sorborn (1993)推荐的标准, 模型 5与数据有较好
的拟合度(χ2=284.19; df=15; GFI=0.96; NFI=0.96; 
CFI=0.96; RFI=0.92; RMSEA=0.11; SRMR=0.05), 
且拟合效果(Δχ2(Δdf))明显优于其他竞争模型, 假
设 5得到支持。 

5  讨论与结论 

凡走过的, 必留下痕迹。国内学术界对领导
理论的考察已有 20 多年的历史(任真 , 王登峰 , 
2008), 但到目前为止还未有系统的定量回顾出现, 
以至于研究者还不能清晰地回答在中国组织情境

下领导方式对下属的影响效果、有效性强弱以及

不同领导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借助元分析技术, 
本文在中国组织情境下考察了三种领导方式的有

效性问题。首先, 与以往多数研究相一致, 变革型
领导和领导-部属交换与员工积极性态度(工作满意
度、情感承诺、留职意愿)和行为(任务绩效、组织
公民行为)均有显著正相关关系, 破坏型领导与员工
积极性态度和行为有显著负相关关系, 这表明这三
种领导方式在中国组织情境下都有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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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三种领导方式与领导有效性指标的关系 

     80% CV 95% CI 领导方式及其 
有效性指标 k N r ρ SDρ Lower Upper Lower Upper 

fail- 
safe k 

变革型领导           
  工作满意度 18 6722 0.49 0.56 0.16 0.36 0.76 0.48 0.64 82 
  情感承诺 18 10076 0.38 0.44 0.13 0.27 0.61 0.38 0.50 61 
  留职意愿 5 2220 0.31 0.36 0.08 0.26 0.46 0.28 0.44 13 
  任务绩效 8 2408 0.16 0.17 0.11 0.03 0.31 0.08 0.26 6 
  组织公民行为 12 2920 0.22 0.25 0.05 0.19 0.31 0.21 0.29 17 
领导-部属交换9           
  工作满意度 16 7115 0.52 0.60 0.15 0.41 0.79 0.53 0.67 75 
  情感承诺 18 8253 0.48 0.55 0.11 0.41 0.69 0.50 0.60 76 
  留职意愿 9 3325 0.34 0.39 0.17 0.17 0.61 0.29 0.49 26 
  任务绩效 24 7203 0.24 0.27 0.14 0.09 0.45 0.21 0.33 41 
  组织公民行为 23 6490 0.23 0.27 0.08 0.17 0.37 0.23 0.31 39 
破坏型领导           
  工作满意度 2 537 −0.33 −0.39 0.03 −0.43 −0.35 −0.45 −0.33 6 
  情感承诺 3 699 −0.25 −0.27 0.06 −0.35 −0.19 −0.34 −0.20 5 
  留职意愿 4 1122 −0.23 −0.25 0.05 −0.31 −0.19 −0.27 −0.23 6 
  任务绩效 2 502 −0.28 −0.32 0.06 −0.40 −0.24 −0.33 −0.31 4 
  组织公民行为 5 1267 −0.25 −0.29 0.05 −0.35 −0.23 −0.36 −0.22 9 

注: k为独立样本数; N为总样本量; r为样本加权的平均效应值; ρ为校正抽样和测量误差后的真实效应值; SDρ为真实效应

值的标准差; CV为可信区间; CI 为置信区间; fail-safe k为失安全数. 
 

表 2  研究变量间的相关矩阵和样本量 

 研究变量 1 2 3 4 5 6 7 
1 工作满意度 −       
 k, N −       

2 情感承诺 0.60a       
 k, N 112, 39187       

3 留职意愿 0.58b 0.54b      
 k, N 88, 25494 51, 13829      

4 任务绩效 0.30c 0.18e 0.26f     
 k, N 312, 54471 87, 20973 3, 683     

5 组织公民行为 0.28d 0.25d 0.30f 0.23a    
 k, N 32, 16348 42, 10747 4, 888 24, 9912    

6 变革型领导 0.56 0.44 0.36 0.17 0.25   
 k, N 18, 6722 18, 10076 5, 2220 8, 2408 12, 2920   

7 领导-部属交换 0.60 0.55 0.39 0.27 0.27 0.73g  
 k, N 16, 7115 18, 8253 9, 3325 24, 7203 23, 6490 20, 5451  

8 破坏型领导 −0.39 −0.27 −0.25 −0.32 −0.29 −0.43 −0.51 
 k, N 2, 537 3, 699 4, 1122 2, 502 5, 1267 2, 541 5, 1348 

注: k和 N分别表示每组变量关系依据的独立样本数和总样本量; a Harrison, Newman, & Roth (2006); b Tett & Meyer (1993); c 

Judge, Thoreson, Bono, & Patton (2001); d Lepine, Erez, & Johnson (2002); e Riketta (2002); f Zhao, Wayne, Glibkowski, & 

Bravo (2007); g Dulebohn et al. (in press); 未标记的相关系数、独立样本数和总样本量是本研究计算的. 

                     

9 考虑到领导-部属交换的测量有单维 LMX-7和多维 LMX-MDM之争(Gestner & Day, 1997; 任真, 杨安博, 王登峰, 2010), 
我们将测量工具作为调节变量进行了分组考察。结果发现两种测量工具差异不大 , 这与新近的一项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Dulebohn, Bommer, Liden, Brouer, & Ferris, in press)。感谢审稿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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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三种领导方式对员工态度和行为影响的相对有效性 

 工作满意度 情感承诺 留职意愿 任务绩效 组织公民行为 领导方式及其 
解释力 +/- w %R2 w %R2 w %R2 w %R2 w %R2 

变革型领导 + 0.15 38.2 0.09 29.4 0.06 37.5 0.01 8.70 0.03 24.3 

领导-部属交换 + 0.18 46.3 0.19 61.8 0.08 47.4 0.04 32.8 0.03 28.5 

破坏型领导 - 0.06 15.5 0.03 8.80 0.03 15.1 0.07 58.6 0.05 47.2 

R2  39.8% 30.6% 16.7% 12.2% 10.8% 

注: +/-表明作用的性质(积极或消极); w表示各种领导方式的相对权重; R2表示三种领导方式共同解释的方差; %R2表明在解

释的总方差中, 各种领导方式所占的比例/贡献. 
 

表 4  领导-部属交换在变革型、破坏型领导与下属反应关系中的中介效应(N=1854) 

理论模型 χ2 df Δχ2 (Δdf) GFI NFI CFI RFI RMSEA SRMR 

M1并列模型 344.00** 18  0.95 0.95 0.95 0.92 0.111 0.056 

M2完全中介模型 330.89** 17 13.11 (1)** 0.95 0.95 0.95 0.92 0.112 0.055 

M3混合模型 a 330.77** 16 0.12 (1) 0.95 0.95 0.95 0.91 0.116 0.056 

M4混合模型 b 294.65** 16 36.12 (0)** 0.95 0.96 0.96 0.92 0.109 0.049 

M5部分中介模型 284.19** 15 10.46 (1)** 0.96 0.96 0.96 0.92 0.111 0.047 

注: ** p<0.01 

M1：行为导向领导方式+关系导向领导方式→态度+行为 

M2：行为导向领导方式→关系导向领导方式→态度+行为 

M3：行为导向领导方式→关系导向领导方式→态度+行为; 行为导向领导方式→行为 

M4：行为导向领导方式→关系导向领导方式→态度+行为; 行为导向领导方式→态度 

M5：行为导向领导方式→关系导向领导方式→态度+行为; 行为导向领导方式→态度+行为 
 

进一步地, 本研究发现在中国组织情境下 3
种领导方式的有效性有所不同。与研究假设相一

致, 在对下属态度的影响上, 领导-部属交换最强, 
变革型领导次之, 破坏型领导最弱。变革型领导
和破坏型领导认为管理者通过积极或消极的行为

表现来影响下属, 它强调领导对下属的单向影响, 
而领导-部属交换是对领导和下属互动过程和互
动效果的描述(Wang et al., 2005), 因此相比变革
型和破坏型领导, 领导与下属间的交换关系更能
影响下属的态度反应。尤其是在“关系”和“圈子”
文化盛行的中国组织中 , 领导掌握着大量资源 , 
“圈内”人和“圈外”人的界限更加明显。那些与领
导有高质量交换关系的下属会得到较多的资源和

支持 , 因而对工作感到满意 , 对组织有承诺感 , 
且愿意留在组织中。受权力距离和传统性的影响, 
变革型领导和破坏型领导的作用会相对较弱。 

在对下属行为的影响上, 我们发现破坏型领
导的作用最强, 这与我们的假设相反。从理论上

看, 高权力距离、高传统性和等级观念会使中国
员工对领导的破坏行为有相对较高的容忍度, 因
此破坏型领导的消极作用会不明显。但另一方面, 
与西方情境不同, 中国员工可能更会以间接的方
式表达对破坏型领导的不满, 如降低工作绩效和
组织公民行为。需要指出的是, 本研究中破坏型
领导的研究数量过少, 且目前西方也未有相应的
元分析, 我们还无法判断这的确是因为在中国组
织情境下破坏型领导对下属行为有更强的影响 , 
还是由于研究数量过少而造成的二次抽样误差

(second-order sampling error, Hunter & Schmidt, 
2004, p.411)。与假设一致, 领导-部属交换(ρ=0.27)
与下属任务绩效的关系强于变革型领导(ρ=0.17), 
这与西方的研究发现是吻合的(ρ=0.30, Gerstner & 
Day, 1997 vs ρ=0.19, Wang, Oh, Courtright, & Colbert, 
2011)。在组织公民行为方面, 尽管差别不大, 领
导-部属交换的预测效果仍高于变革型领导, 这与
西方研究是一致的(Ilies, Nahrgang, & Morge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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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Wang et al., 2011)。总体来看, 有效性分析结
果表明相比变革型领导行为, 高质量的领导-部属
交换更能提升下属的任务绩效和公民行为。 

考虑到西方已有变革型领导和领导-部属交
换的元分析, 我们进行了事后比较10。结果发现中

国组织情境下变革型领导与下属态度的关系与西

方结果非常相近(Judge & Piccolo, 2004; Meyer, 
Stanley, Herscovitch, & Topolnytsky, 2002), 但领
导-部属交换的作用明显高于西方(Gestner & Day, 
1997)。就行为反应来看, 这两种领导方式与任务
绩效的关系在中国和西方情境 (Gestner & Day, 
1997; Wang et al., 2011)下无显著差别, 但在中国
情境下, 它们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要明显弱于
西方情境(Ilies et al., 2007; Wang et al., 2011)。这
暗示在集体主义和高权力距离/传统性情境下, 领
导方式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相对较弱。这可能

与社会交换原则和规范有关。Singelis, Triandis, 
Bhawuk和 Gelfand (1995)指出不同的文化情境下
人际互动模式和社会交换原则是不同的。在西方

文化情境中 , 人际互动强调均衡对等 (equality 
matching), 个体看重自我认定(individual identities), 
因此下属会根据管理者的领导行为和方式而做出

回馈反应。当管理者表现变革型领导行为, 或与
下属建立高质量交换关系时, 下属会基于社会交
换原则, 做出对等的回馈反应。中国文化情境中
人际互动强调权威级别(authority ranking), 个体
看重群体认定(group identities), 社会交换原则在
这种情境下的适用性较低(Farh et al., 2007)。在这
种情况下, 下属表现出角色外行为是出于对等级
的尊重和对角色的认定, 而较少取决于管理者的
领导方式或与领导的交换关系质量(Hui, Lee, & 
Rousseau, 2004; 汪林, 储小平, 倪婧, 2009)。此外, 
个体对群体的认定感会让他们更加在意团队和睦, 
关心组织和团队中的他人, 因此会主动做出维护

                     

10 考虑到在西方组织管理研究领域 , 同一个主题通常不
止有一项元分析, 我们基于两个原则选择西方元分析进行
比较: (1)该元分析纳入的独立样本数和总样本量较大, 效
应值比较可靠; (2)该元分析仅以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研究为
分析对象 , 或将研究按照文化差异进行了分别考察 , 而不
是将各种文化情境中的研究发现进行汇总分析。针对中国

和西方情境下的元分析结果 , 我们进行了 Z 检验 , 并在
95%置信水平下判断效应值是否存在差异。 

组织声誉和帮助同事等角色外行为, 这种主动行
为更多的依赖个人观念, 因此管理者的影响相对
较弱(Anand et al., 2011)。在所有的回馈形式中, 
组织公民行为作为一种超出职责要求的义务行为, 
最能体现出社会交换和回馈过程, 因此文化的差
异性在领导方式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上表现的

最明显。有趣的是，与西方情境相比，领导-部属
交换与下属态度的关系在中国组织情境下反而较

强。总体来看，领导-部属交换作用效果的文化权
变性还有待深入考察。 

最后, 本研究还证实这三种领导方式之间有
一定的内在联系。Wang等人(2005)较早将变革型
领导与领导-部属交换相结合, 证实变革型领导通
过塑造领导-部属交换质量提升下属任务绩效和
组织公民行为。后续一些研究以满意度、组织承

诺和留职意愿为因变量证实了领导-部属交换的
中介作用(Hughes et al., 2010; Lee, 2005; 李秀娟, 
魏峰, 2006)。相比变革型领导, 有关破坏型领导的
此类研究还不多见。新近研究考察了领导-部属交
换在破坏型领导与下属任务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

关系中的中介效应(Xu et al., in press; 储小平, 周
妮娜, 2010), 目前还少有研究关注其他有效性指
标(如下属满意度、情感承诺和留职意愿)。基于元
分析结果, 本研究证实了关系导向领导方式在行
为导向领导方式与下属态度和行为关系中起部分

中介作用, 即在直接影响之外, 变革型和破坏型
领导对下属的影响还通过提升和降低领导-部属
交换质量而实现。这表明领导与下属间的交换关

系至关重要, 它是联系领导行为与下属反应的纽
带。与以往基于单一样本和特定变量组合的研究

相比, 我们从宽泛角度证实了领导行为与后果变
量的关系及其内在作用机制, 也在一定程度上回
应了近年一些学者提出的整合领导学研究中不同

取向的倡议(如 Avolio, 2007; DeRue et al., 2011)。 
通过整合以往不同的研究发现, 我们证实了

在中国组织情境下变革型领导、破坏型领导和领

导-部属交换对下属态度和行为的重要作用, 这意
味着管理者的领导方式是下属反应的一个重要影

响因素。在管理实践中, 组织应关注管理者的领
导方式, 采取有效手段强化管理者的正面领导行
为并避免可能出现的负面领导行为, 从而提升下
属的积极性态度和行为。进一步地, 管理者更应
该高度重视与下属关系的培育, 与他们建立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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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社会交换关系, 这不仅能直接影响下属, 还
能将积极领导行为转换为下属对工作和组织的积

极回应。 
本文存在一些不足, 有待后续研究完善。首

先, 本研究仅从下属态度和行为角度衡量了领导
有效性。实际上, 领导有效性也可以从上级评定、
团队产出等角度考察。未来研究可以在条件成熟

时从这些指标入手进行系统考察。第二, 本文主
要是考察中国组织情境下领导的有效性问题, 因
此对中、西文化情境下领导有效性的比较相对粗

糙, 无法保证这种差异就是由文化导致。未来元
分析可以同时包含两种文化情境下的研究, 通过
考察文化情境的调节效应来厘清文化对领导有效

性的影响。第三, 本研究仅考察了三种领导方式
的总体有效性, 然而这些领导方式在不同情况下
的有效性是有差异的。未来研究可以基于特定企

业类型、所属行业、所在地区和工作性质等情境, 
或针对不同类型的下属来考察特定领导方式的有

效性或几种领导方式的相对有效性。第四, 限于
研究目的, 我们仅采用可信区间来判断调节效应
是否存在。未来研究可以采取“75%原则”、方差
异质检验(Cortina, 2003)等方法对领导方式与下
属产出关系中的调节变量进行系统考察, 以揭示
领导方式发挥效果的条件。第五, 本研究中破坏
型领导的实证研究数量过少, 可能导致它与下属
态度和行为产出的关系以及相对有效性不稳定。

我们建议未来研究在时机成熟时开展针对破坏型

领导的元分析。第六, 由于文献获得难度, 我们的
元分析以期刊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为主, 未包括
会议论文和其他未发表的文献, 因此研究结果可
能会有一定的资料可获得性偏差(availability bias, 
Hunter & Schmidt, 2004, p.493)。第七, 除本文考
察的三种领导方式, 近年来学术界还出现了新型
领导理论, 如家长式领导、公仆型领导和道德式
领导等。这些领导方式可能更符合中国文化情境。

限于此类研究还不多, 我们无法进行元分析, 它
们在中国组织情境下的有效性还有待于后续研究

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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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A Meta-Analysis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Leader-Member Exchange and Abusive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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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hool of Labor and Human Resourc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3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was examined through a meta-analytical 
review of 33517 employees from 92 samples.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behavior-oriented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abusive supervision), one relationship- 
oriented leadership (leader-member exchange), three attitudinal (job satisfaction, affective commitment, and 
stay intention), and two behavioral criteria (task performance,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leader-member exchange were positively, while 
abusive supervision was negatively related to all criteria. (2) Leader-member exchange showed greatest 
validity, followed by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abusive supervision in predicting follower attitudes, 
while in terms of follower behaviors, abusive supervision mattered most, followed by leader-member 
exchange and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3) Relationship-oriented leadership partially mediated the 
association of behavior-oriented leadership with attitudinal and behavioral criteria. 
Key words: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leader-member exchange; abusive supervision;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meta-analysis 


